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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成名天下知 

中华书局创业经过及成功因素分析 

吴永贵 

摘 要: 1912年中华书局的成立，改变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垄断教科书市场的出版格局。

中华书局的崛起，固然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遇，创办者的才智及努力等人为方面的因素亦

不可忽视。它是近代出版史上教育变革带来出版商机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 中华书局 创业 成功分析 

    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中华书局是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商务印

书馆早中华书局十五年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等人筹议创

办。商务最初以印刷为主，也曾出版过《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类销路颇佳的英文

书。商务出版业务真正开始有大规模发展，是在1902年张元济入主编译所组织编写《最新

教科书》之后。这套在编写体例上独步一时的教科书，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式学堂广为采

用。商务印书馆由此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和供应中心，出版界霸主的地位也由

此得以确立。据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说，在清末，有名有姓的教科书出版社前后有

10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文明书局、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等，但最终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到民元前，商务印书馆占有教科书市场份额的90%[1]，几成垄断之势。1912年中华书局的

成立，改变了国内这一教科书出版格局。 

    中华书局成立的具体时间是在民国元年元旦，跟南京临时政府同一天宣告成立。书局

创办人选择了这么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日子，作为书局成立之日，想法中不排除有借民国

立国为自己开张打造声势的可能，但从当初筹划的动机和过程来看，倒也是一种顺理成章

的结果。创办人之一的陈寅（协恭）在《中华书局局报》第一期上，回忆了中华书局成立

时的初始经过： 

    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

十六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

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协商数日，遂

定议，一面编辑稿本，一面经营印刷发行事宜。其时困苦万端，余等皆出以坚忍。汉阳失

守，群起沮之，余等不为动也。 

    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吾局适于是时规画粗定，余等遂确定以是时为吾

局成立之期，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2]。 

    中华书局虽然于1912年元旦就已挂牌成立，但开始营业却推迟到2月22日，按农历计

算，这一天是壬子年（1912年）正月初五[3]。中华书局推迟到2月营业的原因，我想可能

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武昌起义到第二年元旦，时间不过两月余，着手编写的

教科书恐怕大多来不及出版，即便出版了一两种，品种少，于营业方面的意义亦不大。到

了二月下旬，相继有十余种小学课本出版 [4]，营业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第二，教科书主

要供应给在校学生，选择春节期间营业，也不耽误各学校春季开学前的选购。第三，同时

集中推出十多种教科书，可一次性地向教育界展示其实力，于广告宣传上也能显示出气

势。 

    翻阅当年《申报》上中华书局做的广告，中华书局最初出版的几种教科书分别是（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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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里的数字表示已出版的册数）： 

    1．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   8册（6） 

    2．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授书   8册（2） 

    3．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8册（6） 

    4．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   8册（2） 

    5．中华初等小学算术教科书   8册（2） 

    6．中华初等小学算术教授书   8册（4） 

    7．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       8册 

    8．中华共和国民读本         2册 

    9．中华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   4册（3） 

    10．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8册（6） 

    11．中华高等小学算术教科书  4册（2） 

    12．中华高等小学算术教授书  4册（2） 

    13．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  4册（3） 

    14．中华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4册（3） 

    15．中华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  4册（1） 

    16．中华高等小学理科教授书  4册（1） 

    17．中华高等小学英文教科书  4册（2）[5] 

    中华书局营业第一日仅售大洋五元，第二日售百余元，第三日开始批发，增至五六百

元 [6]。随后，中华书局这套名为“中华教科书”的小学课本在全国大销特销起来：“购

者纷纷，每日印订之书，无论多少，皆不敷售，架上恒无存书” [7]。创业者之所以会有

如此良好的开端，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从时代大前提来看，教育的变革给教科书出版带

来新的出版商机。从竞争对手分析，商务印书馆求稳的心态给了后起者乘虚而入的机会。

而中华书局创办人的才情及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人为因素。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必然要反映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教育目的

和价值观。每当时代发生变化，特别是如果发生了国家政权易手这样大的突变，教育的目

的、制度、内容乃至方针、性质都要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就会落实到学校的教学

课程上，并通过教科书里的内容将它直接具体地表现出来。正因为教科书所夹裹的鲜明时

代特征，给出版界那些试图问鼎教科书领域的后起者提供了机会，也给那些教科书市场既

得者带来了考验和风险。1911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政治上的风雨飘摇，给予中华书局的恰

是这样的机会，而带给商务印书馆的恰是这样的考验和风险。 

    1911年，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已奄奄待毙，国内革命的势头风声鹤唳。作为日知会会员

的陆费逵预感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正是自己创业的大好机会，于是秘密组织同

志，提前编写适合未来中华民国政体的教科书。之所以要秘密，一来当然是格于现实不

容，无论是当政的清政府，还是他当时供职的商务印书馆，都不允许他公开。二来也是当

时形势不明朗，虽说，清政府垮台是可断定的事，但究竟迟早到哪一日，谁都说不准。若

革命按照自己预想的那样，果真克日成功，预定的计划就可能心想事成，若革命不幸出现

什么波折，也好给自己留条退路。史恰恰按照创业者预想的方向发展，“不幸”幸而没有

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书局的成功是拜天所赐。 

    就在陆费逵、陈协恭他们准备暗中行事的时候，按共和政体的要求改编新教科书的想

法，也曾在商务决策者的心头盘绕过，在1911年8月以前的一次业务会上，商务就曾讨论

过明年是仍印《大清国民读本》还是另行编写新课本的问题[8]，最后权衡利弊，还是决

定重印旧课本。正是商务这一与后来历史发展发生偏离的决定，给了中华书局一个可乘之

机。假若商务当初在徘徊的十字路口上作出的决定不是从旧而是立新，凭借商务雄厚的资

本、强大的编辑阵容和发行力量，中华书局恐怕难有开业后“函电纷驰”、“顾客坐索”

的销售盛况 [9]。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书局的成功是建立在

对手判断失误的基础之上的。 

    1911年商务在教科书决策问题上的失误，每每被商务同人反复提及，甚至有人据此指

责张元济思想保守[10]。若考之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设身处地地替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想一

想，张元济的这一决定也确有他的苦衷。1911年的商务印书馆已是一个拥有上千人规模的



大企业，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张元济在带领商务印书馆前行的时候，不可能不随时考虑企

业经营上的风险。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出版时时受钳于官府的近代中国，出版业最大

的风险首先就是政治上的风险，因此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与对立，对商务这样大的出版企

业来说，是其生存发展第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商务印书馆1911年不编共和政体的新教科

书，1919年拒绝承印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其实都基于同一个原因：不想招惹政治上的

麻烦。企业一旦做大，为了求稳，就不免畏首畏尾，这也于情理相合。而对当时筹建中的

中华书局来说，则没有如此大的包袱，只要严守秘密，基本上进可攻，退可守，风险不能

说没有，但比较商务就小得多。商务则不同，即便想编写反清教科书，因企业大，保密极

难，一旦泄露，不仅主事者有杀头之虞，连整个出版社都要跟着遭殃。所谓“大有大的难

处，小有小的优势”，就是这个道理。就整个中国近代出版史来看，大出版社保守，小书

店胆大，也是一条近乎规律性的现象。近代许多革命书刊大多出之于小书店，遭禁封门的

也往往是那些小书局，而大的出版机构基本上走稳健的出版路子。1912年一举成功的中华

书局，在以后的出版岁月中，也是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政治触礁。典型的例子如，1927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华书局遭遇到与商务当年大致相似的两难抉择。中华书局未雨绸

缪，虽然编写了三民主义宗旨的“新中华”教科书，却不敢用中华书局的名义大张旗鼓地

声张，而是采用了一个虚拟的“新国民图书社”名义出版，对外则称中华书局代为发行

[11]，以给自己留条后路。商务印书馆这次也吸取了教训，使用了与中华书局相同的精明

招数，虚拟了一个“新时代教育出版社”[12]的招牌。 

    就是为了那个不能不考虑的“稳”，1911年的商务印书馆把机会送给了中华书局，而

把尴尬留给了自己。那些为来年预备好的旧课本，到了第二年元旦，民国宣告成立，已完

全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形势发展需要，首先最起码的一条，那些印有大清龙图图案的教科

书就不符合教育部的新规定。1912年1月19日，新成立未久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颁发

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其中涉及教科书的有如下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

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

崇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程，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

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13]按照这一规定，当时符合共和国民宗旨的新

教科书，只有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它紧跟政体改革，及时地把政治形势的变化反

映到教材中。如在国文教科书中，宣扬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倡爱国旗、爱中华,临时

大总统孙文“为共和奔走二十余年，是中国第一伟人”[14]。显然，中华书局教科书以其

内容上的标新，使得商务印书馆的旧教科书顿时黯然失色。尽管商务印书馆当时并没有坐

以待毙，而是积极地亡羊补牢，但无论是挖改修补，还是另编重排，都不是短时间所能奏

效的。于是在这段无可奈何的时间差中，商务的大片教科书市场被新起的中华书局广泛接

受。 

    我们说，中华书局的崛起，固然得益于时代给予的机缘，但人为方面的因素亦不可忽

视，如创办者的经历、才学及努力都可视为中华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书局初创时为三人

之合资公司，1912年2月改为五人合资公司。合伙人分别是陆费逵（伯鸿）、陈寅（协

恭）、戴懋哉（克敦）、沈颐（朵山）、沈继芳（季芳）[15]。这些人在书局成立前，都

曾有编辑或出版方面的经历，而且多在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的重要部门担任要职。如陈

寅，光绪年间先任事于国学扶轮社，后来任文明书局高级职员[16]；沈继芳，原在商务印

书馆负责保管合同、书柬、重要契据文件等，深得夏瑞芳的信任[17]；戴懋哉，曾历任浙

江大学惠兰堂学堂教员、靖江高等学校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等[18]。至于陆费逵，更是

身兼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部长、交通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义部主任等数职于一

身。陆费逵不仅有编辑教科书方面的丰富经验，更具有不同凡响的先进教育思想，他在

1911年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被新教育部长蔡元培广为采纳。想一想，有这样的干才从

中统率、组织和联络，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出手不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我前面罗列的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中华教科书”书目中，可以看出中华书局的教

科书基本上覆盖了初小和高小的主要课程，有些教科书还配备供教师用的教授书，说明中

华书局编写课本有着周密的计划和通盘的考虑，与一般投机钻营者的短期行为有着本质上

的不同。另外，书目中反映出来的实际出版数字已达17种45册之多，推算其编写时间不过



短短三四个月，而且编写者为了不走漏风声，白天还须照常上班，一切工作只能在晚上进

行，居然在开学前赶出了如此多的课本，创业者们当初付出的艰苦努力是可想而知的。而

在报纸上以“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宣传自己的教科书，更显示出陆费逵等人经营策略上的

匠心。在1912年2月12日和1912年2月26日的《申报》上，中华书局大张旗鼓地祭起了“革

命”的大旗。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本局自客秋

以来，努力进行，小学用书今已出版。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之通令，以独立自尊、自

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

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19]。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

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图

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

书。哀我未来之国民究有何辜，而受此精神上之惨虐也。 

    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

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

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

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黄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

则同人所馨香祷祝者也。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三、注重实际教育； 

    四、融化国粹欧化[20]。 

    在革命的年代，借用“革命”词语的威力，其用心也巧，其锋芒也露；在剖析教育大

势的同时，亦表明自己的教育主张和出版计划，其态度也明，其谋划也周。而语意所指，

在在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教科书，树立自己崭新的出版形象。 

    出版史上中华书局的成功，可视作教育变革带来出版商机的典型范例。陆费逵他们凭

借其对时代的敏感和对教育精神的深切理解，适时而起，抓住了这一历史给予的机遇，并

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终于首战告捷，一局定江山。从此，在我国教育界多了一个服务

于新教育的教科书供应商，在我国出版界多了一个与商务印书馆相匹敌的大型出版机构，

新的出版格局由此形成，出版界的竞争随后更加激烈，书业经营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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